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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帝王的统治权力是极大的，同样为了维系统治，出台维护皇权统治

的律法具有了实践领域的需要，但是相比较古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自身突出的

特点，以君王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它的主要特色；同时它又与礼相结合，对社会道德和礼仪规范从国家

层面给出了要求；同时古代法律具有特权化的显著倾向，它的颁布与施行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权

贵阶级利益考虑的。这三大特点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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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China was the era of despotism centralization, and the ruling power of emperors was 
enormou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rule, it was necessary to issue laws to safeguard the rule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field of practice.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West, the leg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had its own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ansfer of 
the monarch’s personal will was its main fea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ombined with etiquette, 
providing requirements for social morality and etiquette norm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t the same 
time, ancient laws had a significant tendency towards privilege, and their promulgation and im-
plementation were aimed at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privilege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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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 the prominent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legal sy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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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在古代实行君主集权下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奴隶制度社会，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天子令法

律。时间来到封建社会时期，最高统治者皇帝牢牢地掌握最高权力，个人的统治触及方方面面，在关于

法的方面，皇帝不仅是立法者，而且往往拥有最高地位的立法权力，同时在审判领域又是最高裁决者。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存在君权至上、礼法结合、特权法制化等特点。法律制度的建设沦为一家一姓操弄之

工具，而不是国民之公器。正所谓“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大致看

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全貌。 

2. 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君权至上 

不是国家意志抑或是人民的意志，而是皇帝的意志通过立法的形式表现在具体的语言文字中，载体

见诸于青铜器、竹简乃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于纸张上。制定具体法律法规的工作虽然让相关方面

臣子去完成，但指定具体的臣子去完成这项任务的权力属于皇帝，修撰完成具体法律之后，皇帝仍然具

有最终的批准的权力，如果律法中有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可以随意废除，中国古代皇帝大都凌驾于法律

之上，个别遵守自身制定出的法律的皇帝会被认为是历代帝王的楷模。 
君主即国家，国家即君主，皇帝不仅是形式上国家的代表，在实质上，皇帝是掌握着国家方方面面

的权力的，法律上表现为皇权专制主义集权下的国家主义。为维系封建社会的统治，皇帝以及相关臣子

制定了维系地主阶级统治的法律，法律形成的源头来自于君主，君主在法律的诞生之初就享受着绝对的

话语权。由此可见，君权至上在法律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以及执行过程中成为了首要原则，中国古代法律

制度的首要特点就是君权至上。 
在中国古代，国王不仅握有国家最高的行政权、军事权，还握有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夏商周三

代的法制建设和政治实践都是围绕着国王进行的[1]。春秋时期编撰的《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

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表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法律以开国

之王的名代之，除了有对先祖致敬的因素之外，君主在法律制度的制定中的主导权跃然于纸上。古代中

国一直有“刑起于兵”之的说法，这表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刑法为主体，也表现了战争对于中国古代

法律制定的重要影响。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甘誓》记载夏朝第二位君王夏启曾经发布过一条军令：

“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予”在这指的就是君王，这表现了战争时期的军

令都是以“誓”的形式由“予”发布。西周时期，周王发布的诰、誓、 命都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

[1]。 
秦汉以后，专制皇权统治更为牢不可破。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会所公认的理论原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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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遵行的社会现实[1]。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为国家的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立法宗旨在此时

已经完全确立为君主至上了。皇帝除了对律法的颁布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还以其他形式深刻影响着中国

古代法律制度。中国自儒家思想成为构建国家的主体思想，就确定了“君权至上”和“父权至上”的立

法宗旨。从此，中国的法律便以君权和父权(夫权)为核心构建法律体系。所以，中国的法律实际上是“法

自君出”[2]。 
除了律这一具体的制度外在形式，为满足皇帝个人的具体需要而发布“令”、“格”、“式”、“诏”

等。“令”即国家颁布的制度和政令，用于维系阶级统治和保护皇权的权威，服饰的区别和规定恰恰满

足了这一点，唐代颁行的关于服饰的令具体体现在《衣服令》上，“《衣服令》有四令，分别为《武德

令》《永徽令》《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3]。“格”从字面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具体的

行为规范和职权范围，皇帝的意志往往通过臣下去具体执行，理论上当然也需要去进行一定的建树，对

官员的他们各自职责范围的确定就是格的定义，它被用来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具体标准。“式”是具体

行政部门的工作章程，唐代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度在具体部门规定的工作章程就是关于“式”的定义。伴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古代法律制度逐步完善，“在明代由上及下的官文书中，诏书和敕谕使用最频繁”

[4]。 
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更是表明了皇帝被法律明确授予了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

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

总揽司法权等权力，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诏令的权力，此诏令与现存法律制度相比具有优先性。并且

“用人之权”，“国家邦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交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断专享。这表明了皇

帝享有用人之权以及外交权和军事权，不受法律约束。 

3. 礼法结合 

所谓的礼法结合就是道德与法律相结合，也就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5]。在古代中国，

礼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古语有云“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不仅包含着道德规范，又囊括

着法律准则。商鞅徙木立信重拾秦人对于律法的信心，对于具体制度规范的建立使秦人对于法律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为秦朝确立王霸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六国归于秦后，以法治国成为秦朝治国的重要理念；

西汉初期虽采用无为而治的方针，却大体上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初期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了，于是自汉武帝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

自此之后政治思想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了，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思想的正统地位，封建时代逐

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以礼与法相互交织的、共同发展为具体特征的法律思想体系。“三纲五

常”、“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成为封建时代法律典籍的核心内容，以德为主、以刑

为辅、礼与刑共同使用等成为法制原则的核心要素。 
在引用儒家经典进行案件的判决就深刻的表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礼法结合”的特点。 
地方官“引经决狱”，用充满儒家仁义道德意味的话语对法律问题做出道德性的阐释。在一种特定

的文化氛围之中，古人把所有的问题都翻译成了道德问题[6]。对于道德秩序的维护，抑或可以说是对于

“礼”的维护构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司法实践环境的重要原则。 
官方学术逐渐儒学化，儒家学者们往往利用其行政人员抑或是法官的身份，直接参与到案件的审判

裁决或讨论过程中。司法官员大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儒学思想，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裁决过程中，面对西汉

初年制定的充满法家精神的汉代律法，去针对具体的案例来修改刑律往往需要时间，曲解刑律也难以得

到大范围的支持，于是这些儒学大家们采取了直接引用儒家经典的方式，以此作为案件审理依据，从而

实现对司法活动的儒家化改造。其中重要刑罚的行使规定在秋冬季节，秋冬主肃杀，根据四季变化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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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规律来决定法律的执行体现了顺应天时的肃杀之气，正是春、夏、秋、冬四时对应庆、赏、罚、刑四

种执行。 
对于重大罪行的规定也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义理观，古人对于十恶大罪就有清晰而明确的描述：十恶

俗称“十恶不赦”。中国古代十种为不可赦免的重大犯罪。一为谋反，二为谋大逆，三为谋叛，四为恶

逆，五为不道，六为大不敬，七为不孝，八为不睦，九为不义，十为内乱。自秦及以后逐渐形成，北齐

时始定重罪十条：一反逆，二谋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

乱。隋代始以“十恶”之名，定入法典。经唐至清，除元代改名为诸恶外，相沿不改。《唐律疏议》称：

“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7]。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统治阶级

利益的维护，对于国家政权的稳定性的重视度，对于皇帝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彰显突出的表现在了这十大

罪中，尊师重道，兄友弟恭、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也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儒家义理也被用来作为

制度规范，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礼法”所表征的是某种由个人的道德修为，到家庭伦理、社会制度、国家体制，再到族群及国家

间关系，乃至于天下文明的一整套秩序，其间虽涉及不同事物及主体，但又紧密无间，一以贯之[8]。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又一重要特点即礼法结合，礼作为道德规范，源自于儒家义

理；法则出于维系统治需要，源于先秦时期法家学说。如此两家学说在百家争鸣时期争端已经开始，尔

后更是法家在秦朝治国思想中占了上风，尔后到了西汉方才实现二者皆为统治者所使用，作为治理天下

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汉朝以降，普遍存在的具有深厚儒学底蕴的官员大都身居高位或者为政一方，这

为“礼法结合”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奠定了基础。 

4. 法定特权 

“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起源于西周，同时创制于西周的“八辟”制度对后世为特权阶层立法

奠定了重要基础。“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家固然是主张绝对平等的，

商君等法家也曾竭力实行，但汉以后儒家又渐渐地抬头，政治上不断地受其支配及影响，于是法家的主

张始终不能贯彻，绝对的平等主义始终不能彻底实行”[9]。法家中的平等主张在汉武帝时期儒学兴盛之

后被逐渐边缘化。自从秦朝确立起中央集权的官僚治理体制之后，官员在国家治理体制中始终发挥着关

键作用。这就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法定特权特点奠定了基础。 
西汉社会的法律是以社会等级身份为其立法根本基础的。整体上汉代法律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地位把

其分为官贵、庶人和贱民三大阶层。其中官贵阶层主要包括贵族、官僚和士大夫[10]。对于法律制度的制

定以对人区分三六九等为基础，这就为法律制度中权贵阶层所独有的法定特权奠定了基础。官贵特有的

等级身份决定他们特殊的法律地位，作为皇权普世化的中介因子，受到法律的特殊优待[11]。权贵阶层独

有的特权以法律制度被固定下来，仅从经济特权来看，就包含被赏赐特权、田亩住宅特权等、免除徭役

特权、老年身份特权等。 
汉朝律法中《赐律》明确规定赐衣、赐酒、赐食、赐肉、赐棺等内容，该律法规定以被赏赐者的身

份和级别不同，赏赐的数量和赏赐物有较大差别；汉朝律法中的《二年律令·户律》明确规定在关内，

候这一爵位的拥有者可占地九十五顷，汉朝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爵位，被称为：“大夫之尊”的五大夫

可占地二十五顷，作为普通群众的庶人仅能占有一顷土地。 
汉初徭役分为劳役和兵役[12]。汉朝制定的《徭律》明确了拥有相应爵位的人拥有对应的在服徭役领

域内的法律特权：“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訾(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

訾(赀)者与共出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表现了在“发传送”的徭役中，拥有大夫以

上爵位的人不承担“县官车牛不足”而给付资财的义务，国家官吏和皇朝内官不承担“发传送”的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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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载粟，乃发公大夫以下子。”表明了《徭律》规定了在运输粟米的徭役中，拥有公大夫以上爵位的

人不承担该徭役义务；“補缮邑，除道桥，穿波(陂)池，治溝渠，堑奴苑；自公大夫以上，勿以为。”则

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规定了拥有公大夫以上爵位的人不服补缮城邑、修建道桥、穿凿陂池、整治漕渠、建

苑囿等较重的徭役。 
《二年律令》有尊老的法律原则，武威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也能佐证这一问题。但对“老”年

龄规定却因等级不同而有差别，因而在老年待遇上也就不同，故而造成实际享有的社会经济权利不平等

[11]。汉代制定的《傅律》这一法律制度明确了权贵阶层享有的一些特权制度：“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

九十一，簪裹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九十五以上者，禀鬻米月一石。”表明了汉

代法律制度规定了拥有大夫以上爵位者只需满九十岁即可按月享受米一石的待遇，普通士族和百姓则需

要满九十五岁才可享有该待遇；“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裹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

四，公卒士五七十五皆受仗。”表明了汉代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拥有大夫以上爵位的人在年龄

满七十岁即可享有受杖的待遇，士卒享有该待遇需要在年龄上满七十五岁；“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

六十二，簪裹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高免老。”表现了大夫以上爵位者

在年龄五十八岁以上的人可以享有“免老”的待遇，士卒享受该待遇年龄要求限制在六十六岁以上；不

更年五十八，替裹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六十二，皆为睆老。”表明拥有“不

更”爵位的人在年龄满五十八岁即可享有“睆老”待遇，士卒这一群体必须在年龄上满七十五岁。 
汉代以降，三国时期曹魏的《新律》则进一步发展了法定特权制度。以“八辟”、“八议”为代表。

使特权制度从此有了法律条文上的规范和具体执行的依据。至后世封建王朝特权法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

步发展，《唐律》中更是明确制定了官员可以按其品级减免所犯罪刑的法律制度，即所谓“议”、“请”、

“减”、“赎”。自唐以降，赵宋王朝、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朱明王朝的法律制度均以此为参考，为特

权阶级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豁免权。 
于是乎，特权法制化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第三大特点，对于法律制度的制定，中国古人是很有

“法治”意识的，对于特权群体利益的维护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在法律条文中去体现。它表明了阶级社

会和无阶级社会的区别所在，为平民立法和为权贵立法之间更是有一条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难以跨越的鸿

沟，特权法制化或者说法定特权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 

5. 结语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作为古代中国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和封建社

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有其阶级

局限性，突出的表现为其具有法定特权和君权至上的特征，同时古代中国自汉以降，以儒治国的这一原

则深刻地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为古代中国法律制度带有礼法结合的特征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和政治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所具有的这三大特征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始终，对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

完善和终结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道德教化作用和因时制宜地制定法律完善法律

以满足新的社会实践的要求；其糟粕我们需要进行抛弃，如君权至上和为权贵阶层制定的法定特权制度

等。总之，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辩证的看待，对其进行扬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为新时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贡献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王志华. 略论中国古代君权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J]. 政法论坛, 2001(5): 136-14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293


王泽华 
 

 

DOI: 10.12677/ojls.2023.114293 2054 法学 
 

[2] 李雪松. 封建中国的“君权至上”和封建英国的“贵族精神”比较[J]. 法制与社会, 2014(2): 141-142. 

[3]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遗[M]. 王占通, 栗劲, 郭延德, 等, 编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89: 306-334. 

[4] 陈时龙. 明代诏敕的赍送与传播[J]. 中国史研究, 2021(3): 154-167. 

[5] 顾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J]. 法制与社会, 2011(34): 3-4. 

[6] 刘静. 引经决狱: 明代民间诉讼中的儒学教化[J]. 教育史研究, 2018(2): 79-88+240-241. 

[7] 邹瑜. 法学大辞典[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8] 梁治平. “礼法”探原[J]. 清华法学, 2015, 9(1): 81-116. 

[9]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0] 郭建, 姚荣涛, 王志强. 中国法制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47. 

[11] 刘国胜. 汉代官贵法律特权——《二年律令》主体身份地位解读[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9(4): 20-24. 

[12] 黄今言. 秦汉赋役制度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8: 282-292.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293

	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摘  要
	关键词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Legal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君权至上
	3. 礼法结合
	4. 法定特权
	5. 结语
	参考文献

